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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与制造业低碳国际竞争力
摇 ———基于二十国集团“波特假说冶的再检验

齐绍洲摇 徐摇 佳

摇 摇 摘摇 要: 在借鉴传统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基础上构建低碳国际竞争力指数,测算和比

较二十国集团(G20)中 16 个国家 1995-2009 年的制造业低碳国际竞争力指数,在此基础上,
用能源强度和碳强度作为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研究环境规制及其他因素对样本国家制造业

低碳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并从环境规制替代变量和考虑内生性两个层面进行稳健性检验,实证

结果表明,在短期内,严格的环境规制不利于制造业低碳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技术创新效应还

未超越成本遵循效应,波特效应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显现。 这种负向影响在发展中国家和

贸易开放度较高的国家更为显著,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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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摇 言

G20 杭州峰会倡导通过推动贸易全球便利化来促进可持续发展,并重申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行

动,G20 德国峰会也将经济的绿色增长作为核心议题。 在国际社会大力倡导低碳经济的理念下,低碳国

际竞争力正成为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面,也赋予了产业国际竞争力新的内涵。 G20 平台是中国参

与全球治理、重建贸易规则、发挥贸易治理权和规则制定权的重要平台。 在此背景下,对 G20 成员国进

行产业低碳国际竞争力指数的构建与测算,并考察环境规制对不同发展水平经济体的产业低碳国际竞

争力的影响,对中国通过 G20 平台来推动全球贸易增长、提升产业低碳国际竞争力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理论上而言,波特假说把环境规制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为遵循成本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 短

期内,遵循成本效应占主导,企业进行环境治理的成本增加而减少对研发的投入,进而对国际竞争力

产生负面影响;长期内,技术创新效应逐渐显现,合适的环境规制会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进而提

升企业生产率,弥补前期环境治理成本的提升,最终对国际竞争力产生积极影响。 环境规制与国际

竞争力的相关研究在国内外已较为丰富,但基于不同的模型方法和样本选择,已有研究并没有得出

统一的结论。 一些学者经研究认为并没有发现明显证据表明更严格的环境规制会带来贸易模式的

变迁及产业竞争力的削弱[1](P191鄄209) [2][3](P363鄄383)。 而在考虑了环境规制可能的内生性后,有更

多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的作用类似于第二道贸易壁垒,可能与贸易相互作用,会对产业竞争力产生

显著的促进作用[4](P137鄄154) [5](P223鄄254)或负面影响[6] 。 另外,也有不少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产业国

际竞争力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可能在长期范围内存在拐点,且拐点前后的影响方向相反[7][8]。 可见环境

规制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还未有定论。
低碳国际竞争力的测度属于绿色国际竞争力的范畴。 关于绿色竞争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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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和影响因素考察两方面。 多数学者通过综合指标体系的构建[9]( P191) [10] 或个别绿色指标的选

取[11](P12鄄21) [12](P902鄄903)来衡量绿色国际竞争力,并认为绿色相关投资、绿色技术的创新、能源效率等
是提升绿色竞争力的关键因素[13](P202鄄217)。 然而,绿色竞争力外延太广,对其界定也还尚存争议,因
此在全球经济低碳增长诉求下,聚焦低碳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受到更多学者的青睐。 已有一些研究在低

碳国际竞争力的构建和测度方面做出了一些推进。
然而,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其存在以下几方面局限性:第一,关于综合指标体系构建,学者

大都根据自己的研究目标进行指标的选取,选择因素比较宽泛,不够聚焦;且指标体系构建多采用由专

家对各项指标重要程度进行评价,再根据人为判断对各项指标赋予不同权重,主观性较强,缺乏统一的

标准。 第二,已有研究对低碳国际竞争力的测度多侧重于国内行业层面,所选指标难以在国际比较中推

广,不能进行不同国家之间低碳国际竞争力的比较。 第三,关于低碳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考察,相关

研究还较少,尤其是在全球倡导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趋势下,各国逐渐开展和加强的环境规制对低碳国际

竞争力产生什么影响,还鲜有学者涉及。 而这不仅是各国政策制定者密切关注的话题,更是在平衡经济

发展和解决环境问题以实现绿色低碳增长的过程中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 对此,笔者试图在以下方面

做出贡献:第一,构建并测算 G20 国家制造业的低碳国际竞争力指数,与传统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做出

比较;第二,定量分析环境规制对 G20 成员国制造业低碳国际竞争力的整体影响和异质性影响;第三,
进行环境规制替代变量和考虑内生性两个层面的稳健性检验,以期为我国制造业低碳国际竞争力的提

升和相应环境规制的制定提供参考和政策依据。

二、 低碳国际竞争力指数的构建与测算

(一) 低碳国际竞争力指数的构建

常用的竞争力指数有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净出口指数(NetX)、传统贸易竞争力指数(TC)
等。 NetX 指数衡量的是一国某行业的净出口率,反应的是该行业自身专业化程度的变动,不能相对于

其他行业或国家进行比较;TC 指数反应的是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差额占其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用于

考察该国内这一行业的比较优势,不涉及与其他国家同一行业的竞争力比较。 而 RCA 指数测算的是国

际贸易中某一产业的比较优势,该指数不仅可以控制经济体相对规模的差异,而且可以剔除国家贸易

总量波动和世界贸易总量波动的影响,能够较好地反映一个国家某一产业的出口与世界平均出口水

平比较来看的相对优势,是衡量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强有力的指标,适合于国家之间产业竞争力的比

较。 其公式是:
RCAikt = (X ikt / X it) / (Xwkt / Xwt) (1)

其中 RCAikt 表示国家 i 行业 k 在 t 时期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 X ikt 表示国家 i 行业 k 在 t 时期的出口额,
X it 表示国家 i 在 t 时期的出口总额, Xwkt 表示全世界行业 k 在 t 时期的出口额, Xwt 表示全世界在 t 时期

的出口总额。
可见,传统的产业国际比较优势衡量方法侧重的是一国某产业出口水平相对于世界该行业出口水

平的相对优势。 然而,在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诉求下,亟须考量这种比较优势是否建立在排放大量

温室气体的基础上,即考察传统比较优势是低碳比较优势还是非低碳的。 鉴于此,笔者以碳排放成本为

例,在传统 RCA 指数中纳入了一国该产业出口额对应的碳排放量,构建了产业的低碳国际竞争力指数,
以考察该产业的低碳国际比较优势。

借鉴传统 RCA 指数的公式,本文构造的低碳国际竞争力指数( low carbon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LCRCA)表示如下:

LCRCAik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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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 ikt 为国家 i 行业 k 在 t 时期的出口额对应的碳排放, E it 为国家 i 在 t 时期的出口总额对应的碳排

放, Ewkt 为全世界行业 k 在 t 时期的出口额对应的碳排放, Ewt 为全世界在 t 时期的出口总额对应的碳排

放;相应的, CIikt 表示国家 i 行业 k 在 t 时期的出口碳强度淤[14](P15鄄23),即单位出口值隐含的碳排放量,
CP ikt 表示表示国家 i 行业 k 在 t 时期的出口碳生产率于,即单位二氧化碳排放的产业出口值, CIit 和 CP it

分别表示国家 i 在 t 时期的出口碳强度和出口碳生产率, CIwkt 和 CPwkt 表示全世界行业 k 在 t 时期的出

口碳强度和出口碳生产率, CIwt 和CPwt 表示全世界在 t 时期的出口碳强度和出口碳生产率。 LCRCA 的

经济含义为:在本国具有低碳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全球范围是否仍具有低碳比较优势。 与传统 RCA 相

比,LCRCA 衡量的是在纳入碳排放成本的情况下,即考虑了出口值与其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后的贸易

比较优势。 LCRCA 数值越大,表明该产业的相对出口碳生产率相较世界平均水平越高,则本国该产业

的低碳比较优势越大。
因传统 RCA 的数值在 0 ~ 肄之间,实证经验表明 RCA 指数的非对称性在回归分析中会造成非正常

状态风险,Laursen[15](P99鄄115)对传统 RCA 指数进行了对数化变形处理,得到了对称的显示性比较优势

指数(revealed symmetric comparative advantage,RSCA),使其值在(-1,1)内。
RSCAikt = (RCAikt - 1) / (RCAikt + 1) (3)

摇 摇 当 RSCA 在(-1,0)之间表示该产业缺乏国际比较优势,当 RSCA 在(0,1)之间表示该产业具有国际比

较优势,当 RSCA 为 0 时表示其处于世界平均水平。 同理,我们也对 LCRCA 进行同样的对称化处理得到

LCRSCA(low carbon revealed symmetric comparative advantage),以避免在后文实证分析中的风险和偏误。
LCRSCAikt = (LCRCAikt - 1) / (LCRCAikt + 1) (4)

摇 摇 可证, LCRSCAikt 同样介于(-1,1)之间。 且当其值在( -1,0)之间时,表示该产业不具有低碳国际

比较优势;当其值在(0,1)之间表示该产业具有低碳国际比较优势;当其值为 0 时表示该产业的低碳国

际竞争力为世界平均水平。
(二) 制造业低碳国际竞争力的测算与比较

经过测算得出,16 个 G20 国家盂制造业 1995-2009 年的低碳国际竞争力指数(LCRSCA)及其与传

统 RSCA 指数的差异如图 1 和图 2 所示。
总体来看,大部分国家制造业的低碳国际竞争力较弱,即不具有低碳国际比较优势。 其中只有中

国、德国、印度尼西亚和美国的制造业低碳国际竞争力指数一直为正,即在样本期间一直保持低碳比较

优势;而意大利、印度、法国、巴西和澳大利亚的制造业低碳国际竞争力指数在样本期间一直为负,尤以

法国和巴西的低碳国际竞争力最弱;墨西哥、韩国、日本的制造业低碳国际竞争力指数逐渐由负转正,低
碳比较优势逐步提升;土耳其、俄罗斯、英国和加拿大的制造业低碳竞争力指数由正转负,表明其制造业

逐渐失去低碳比较优势。
与传统 RSCA 指数相比,大部分 G20 国家低碳比较优势表现出显著差异,可见低碳国际竞争力指数

能够更加准确地测度产业低碳增长背景下的国际竞争力。 其中,约半数样本国家,包括土耳其、墨西哥、
韩国、日本、意大利、印度、法国和巴西,其制造业低碳国际竞争力低于传统 RSCA 指数榆;而俄罗斯、印
度尼西亚、德国、中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制造业低碳国际比较优势明显优于传统比较优势,尤其俄罗

斯、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三个国家最为突出;英国和美国的制造业低碳国际竞争力与传统 RSCA 指数

差异较小,在 0 上下波动。 由此表明在不考虑出口碳生产率的情况下一些国家的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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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计算方法为:产业对应的碳排放(包括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与产业增加值之比。 在此说明,后文计算过程中不进行制造业各
细分行业出口碳强度的计算,而将制造业作为一个整体计算其出口碳强度,出口碳强度与出口值的乘积即为制造业出口值对应
的碳排放量。
其计算方法为:出口碳强度的倒数。
基于数据可得性和国别可比性,本文剔除阿根廷、南非和沙特阿拉伯三个国家及欧盟整体,保留了 16 个 G20 国家:美国、土耳其、
俄罗斯、墨西哥、韩国、日本、意大利、印度、印度尼西亚、英国、法国、德国、中国、加拿大、巴西和澳大利亚。 下同。
即图 2 中的差异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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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估或低估。
从时间趋势来看,约半数样本国家制造业的低碳国际竞争力围绕其均值波动。 只有中国、韩国、墨

西哥和澳大利亚的低碳国际竞争力处于上升状态,尤其是中国和韩国的上升趋势较为显著。 而印度尼

西亚、土耳其、英国和俄罗斯的制造业低碳国际竞争力处于明显下降趋势。 从两种竞争力指数的动态差

异来看,大部分国家两种竞争力指数的差异随时间趋势而减小,可见相对于低碳比较优势,其传统显示

性比较优势的提升水平被高估。

图 1摇 G20 国家制造业的低碳国际竞争力指数(LCRSCA)
资料来源:WIOD 数据库,由作者计算得出

图 2摇 G20 国家制造业的低碳国际竞争力指数

与 RSCA 指数的差异

注:两个指数的“差异冶 =低碳国际竞争力指数鄄RSCA 指数。
资料来源:WIOD 数据库,由作者计算得出

三、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一) 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研究环境规制对 G20 国家制造业低碳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借鉴 Cole et al. [16](P95鄄109)的

思路,本文在 HOV 模型基础上加入了环境规制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考察其对制造业低碳国际竞争

力的影响,建立计量模型如下:
LCRSCAit = 茁0 + 茁1 ER it + 茁2 X it + 茁3 ER2

it + 酌ik + 子t + 着it (5)
其中, LCRSCAit 表示低碳国际竞争力指数, ER it 表示环境规制强度, X it 是控制变量的集合,其中包括物

质资本( PC it )、人力资本( HC it )、研发投入( RDit )、能源结构( ESit )和外商直接投资( FDIit )。 酌ik 表

示反应国家之间差异但不可观测的国家效应, 子t 表示随时间变化的时间效应, 着it 为干扰项,i 表示国家,
t 表示年份。 此外,为了考察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低碳国际竞争力是否存在长期非线性影响,笔者在模型

中加入了其平方项 ER2
it 。

(二) 变量处理与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可得性,笔者构造了 1995-2009 年 16 个 G20 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主要变量指标说明

如下:
低碳国际竞争力指数(LCRSCA)反映了一国某产业的低碳国际比较优势。 笔者基于第三部分所述

方法构建和测算了 G20 国家制造业的低碳国际竞争力指数,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 G20 国家制造

业淤增加值、国家总产值和 CO2 排放数据均来自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 同时,笔者采用世界

投入产出数据库中 40 个国家的制造业增加值、国家总产值和 CO2 排放数据代表世界总体水平。

·531·

淤WIOD 数据库中的制造业行业分类根据 ISIC Rev 4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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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ER)对产业低碳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较严格的环境规制会通过促

进企业进行低碳技术创新而提升其出口碳生产率,进而提高产业的低碳国际比较优势。 另一方面,环境

规制的实施会提高企业控制碳排放的成本,使其投入生产和研发的资金相应减少,导致产量降低,这种

遵循成本效应对低碳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则是负面的。 因此环境规制对低碳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存在不确

定性。 由于环境规制本身并没有常用指数值,现有文献大多基于其他代理变量(如人均收入水平等)、
环境治理的投入(如治污费用或相关技术研发投入等)和环境治理的产出(如能源强度、碳强度、废物排

放达标率或去除率等)来衡量一国环境规制水平。 其中,代理变量的内生性较为严重,而相对于基于投

入的衡量方法,基于产出的衡量方法因减少了由于补贴等产生的度量偏误逐渐受到更多学者的认可和

广泛的引用[17](P1163鄄1186)。 因此,兼顾跨国面板的数据可得性和国别之间环境规制的可比性,我们选

取能源强度淤(ER1)和碳强度于(ER2)两个指标作为 G20 国家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18](P447鄄460) [19][20],
其数值越大,表明该国环境规制强度越弱。 此外,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我们进一步采用样本国家签署国

际环境相关条约的数量(Treaty)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21][22],其计算方法为样本国家当年及之前签署的

国际多边环境相关条约盂总数目。 因 ER1、ER2两个变量的数值较大,为避免数据的剧烈波动对回归模

型造成影响,我们对其取自然对数处理。
物质资本(PC)和人力资本(HC)是反应一国要素禀赋的重要指标。 随着物质资本的不断积累,生

产设备的更新升级,生产过程对环境的损害也会随之降低。 而人力资本则通过提升劳动力的技术水平

和知识结构而在提升生产率的同时减小对环境的消耗。 二者皆是促进产业低碳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

素。 笔者用固定资本形成占 GDP 的比重和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表示一国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研发投入(RD)决定着一国的技术水平,而技术进步是提升产业低碳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决定因素。

笔者用研发支出占 GDP 的总比重表示该变量。
能源结构(ES)反映的是一国能源消费的清洁程度,随着能源结构逐步向绿色低碳化转型,制造产

业的低碳国际竞争力势必会大幅提升。 笔者用化石能源消费占总能源消费的比重来表示能源结构。 该

数值越小,表明能源结构趋向于清洁化;数值越大,表明能源结构趋向于污染化。
外商直接投资(FDI)通过促进资本积累、劳动力素质提高和技术进步的溢出作用可显著提升产业

低碳国际竞争力,本文用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占 GDP 的比重表示该变量。
上述变量,包括 Climatepolicy1、Climatepolicy2、PC、RD、ES、FDI,其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

据库(WDI),HC 的数据来自于经济学家情报数据库(EIU),而国际多边环境条约数目来自 Socioeconom鄄
ic Data and Applications Center(SSEDAC)数据库。

四、 实证结果分析

本部分以公式(5)为基础,采用软件 Stata13 进行环境规制对 16 个 G20 国家制造业低碳国际竞争

力影响的面板回归分析。 下面各部分将首先根据 Hausman 检验来进行模型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

效应模型)榆,再根据回归结果进行分析。
(一) 全样本回归结果

从包含 16 个 G20 国家的 4 组全样本估计结果来看(表 1),在短期内,环境规制的实施引发的低碳

技术创新效应还未能弥补因此给产业增加的环境治理成本(主要为碳排放控制成本)。 同时,模型(2)、
(4)的结果显示,环境规制的平方项系数在使用不同代理变量的模型中正负号不一致,且数值较小,统
计结果不显著,这表明环境规制对产业低碳竞争力的影响在样本期范围内没有出现显著拐点,即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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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每 1000 美元 GDP 的能源消费量。
单位美元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此处的环境相关条约为环境、气候和能源三个类别的加总。
Hausman 检验 P 值小于 0. 05 即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大于或等于 0. 05 则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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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现出显著的波特效应淤。 可见,G20 国家制造业在样本期内还处于波特假说的初期阶段,环境规制引

发的遵循成本效应仍占主导作用,技术创新效应还不足以弥补成本增加造成的低碳比较优势降低,因此

波特效应还需更长的时间才会显现。

表 1摇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低碳国际竞争力的影响鄄全样本估计结果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lnER1 0. 211*** 0. 210***

(4. 94) (4. 90)
lnER2

1 0. 002
(0. 46)

lnER2 0. 142*** 0. 143***

(4. 47) (4. 46)
lnER2

2 -0. 001
(-0. 21)

HC -0. 011 -0. 013 -0. 014 -0. 014
(-0. 73) (-0. 83) (-0. 92) (-0. 93)

PC 0. 006*** 0. 006*** 0. 004** 0. 004**

(3. 53) (3. 51) (2. 48) (2. 50)
RD 0. 130*** 0. 129*** 0. 098*** 0. 099***

(5. 83) (5. 79) (4. 83) (4. 84)
ES -0. 005** -0. 005** -0. 004** -0. 004**

(-2. 57) (-2. 54) (-2. 35) (-2. 40)
FDI -0. 003 -0. 003 -0. 004** -0. 004**

(-1. 54) (-1. 56) (-2. 03) (-2. 01)
cons -0. 966*** -0. 984*** 0. 206 0. 213

(-3. 52) (-3. 54) (1. 58) (1. 62)
样本 240 240 240 240
R2 0. 217 0. 218

国家 16 16 16 16
F 10. 07 8. 627 . .

Hausman 17. 68 20. 02 13. 35 13. 51
(0. 0135) (0. 0103) (0. 0640) (0. 0954)

模型 FE FE RE RE

摇 注:系数值的括号内为相应的 t 值或 z 值。 Hausman 括号里为 Prob > chi2的值。***、**、*分别表示在1%、5%、10%置信水平上显著。 下同。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来看,人力资本的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表明人力资本禀赋并不是影响制

造产业低碳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 这与预期并不相符,可能的原因是虽然人力资本的增加会提高企

业的整体劳动力素质水平而有助于企业低碳出口生产率的提升,但也会增加企业的成本负担,而后者在

短期内的效应更显著。 物质资本形成占 GDP 比重的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随着物质资本投入占 GDP
比重的提升,更多的资本可用于进行低碳制造设备的更新,因而提高产业的低碳比较优势。 研发支出占

GDP 比重的系数也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更多的研发资金投入会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进而

提升其国际低碳竞争力。 能源结构的系数也均在 5%的水平上显著,因其数值越大表示能源结构倾向

于非低碳化,系数为负表明能源结构的低碳化,即清洁能源消费的增加有助于提升产业的低碳比较优

势。 与预期相反的是,FDI 净流入占 GDP 比重对制造业的低碳国际竞争力呈现出一定程度负向影响,
但只在使用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为环境规制代理变量的模型中显著,且数值较小,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并不

是影响制造产业低碳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可能的解释是,外商直接投资带来技术溢出效应不是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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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在此定义波特效应为技术创新效应超过成本遵循效应,环境政策最终有助于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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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技术的主要传导途径,且由于不同区域环境规制强弱不同,伴随投资而来的企业迁移更多的是污染型

企业而非清洁型企业。
(二) 按经济发展水平分组

为了进一步研究环境规制对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制造业低碳国际竞争力是否存在异质性,本文按

照 IMF2016 年的分类标准淤,将样本国家分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两类于。 笔者对两个组别的

样本分别进行面板回归分析。 实证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摇 按经济发展水平分组的估计结果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lnER1 0. 136*** 0. 137*** 0. 286*** 0. 286***

(3. 49) (3. 48) (3. 68) (3. 66)
lnER2

1 0. 004 -0. 001

(1. 16) (-0. 13)
lnER2 0. 120*** 0. 129*** 0. 209*** 0. 209***

(3. 25) (3. 42) (3. 06) (3. 04)
lnER2

2 -0. 001 -0. 001

(-0. 60) (-0. 01)

HC -0. 015 -0. 019 -0. 016 -0. 016 -0. 021 -0. 019 -0. 018 -0. 018

(-1. 21) (-1. 47) (-1. 22) (-1. 26) (-0. 75) (-0. 66) (-0. 62) (-0. 61)

PC -0. 004** -0. 004** -0. 004** -0. 004** 0. 012*** 0. 012*** 0. 010*** 0. 010***

(-2. 12) (-2. 02) (-2. 23) (-2. 14) (4. 46) (4. 44) (3. 88) (3. 86)

RD 0. 114*** 0. 113*** 0. 112*** 0. 113*** 0. 075 0. 075 0. 077 0. 077

(6. 56) (6. 46) (6. 48) (6. 42) (1. 26) (1. 26) (1. 23) (1. 22)

ES -0. 002 -0. 003 -0. 003 -0. 005** -0. 003 -0. 003 -0. 006 -0. 006

(-0. 98) (-1. 41) (-1. 60) (-2. 10) (-0. 76) (-0. 77) (-1. 47) (-1. 44)

FDI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0. 013** -0. 013** -0. 017*** -0. 017***

(-0. 55) (-0. 60) (-0. 56) (-0. 46) (-2. 15) (-2. 13) (-2. 68) (-2. 67)

cons -0. 680*** -0. 656** 0. 254 0. 360* -1. 463*** -1. 447*** 0. 293 0. 293

(-2. 63) (-2. 48) (1. 27) (1. 70) (-3. 01) (-2. 88) (1. 14) (1. 12)

样本 135 135 135 135 105 105 105 105

R2 0. 288 0. 288 0. 259 0. 259

国家 9 9 9 9 7 7 7 7

F 6. 202 5. 262 5. 346 4. 532

Hausman 6. 75 4. 31 8. 81 5. 39 56. 27 55. 70 62. 74 62. 10

(0. 4556) (0. 8281) (0. 2665) (0. 6123)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模型 RE RE RE RE FE FE FE FE

从表 2 可看出,不论是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环境规制两个代理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这与前文分析一致,即在短期内,环境规制水平的增强会给制造业低碳国际竞争力带来一定的负面影

响。 但两组回归系数的大小有所不同,表明环境规制带来的负面影响具有一定的国家差异性,且发展中

国家受到的负面影响较发达国家更大。 同时,发展中国家环境规制平方项的系数为负,而发达国家环

境规制平方项系数依然没有明确的方向,且二者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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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http: / / www. imf. org / external / pubs / ft / weo / 2015 / update / 02 / ,Statistical Appendix鄄World Economic Outlook(WEO):Growth鄄IMF
Pages。
其中,发达经济体包括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韩国;发展中经济体包括俄罗斯、中国、印度、巴
西、墨西哥、土耳其、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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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都在样本区间内没有显著的波特效应,但发达国家可能存在的拐点早于发展中国家的拐点淤。 这

符合预期,因为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更为丰富,因此制造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环境规制带来的

成本提升占其制造业成本的比重较高,因此环境规制越严格,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低碳比较优势受

到的负面冲击较发达国家越大。 另一方面,也因为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因此

环境规制引发的技术创新效应对遵循成本效应的补偿能力也越强,会早于发展中国家达到可能的

拐点。
对于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对比还可发现:第一,研发支出是提升发达国家制造业低碳国际竞争力的

重要因素,而物质资本投入的增加对其则有显著负面影响,但影响程度较小。 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制造

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且多为高端制造业,当物质资本累积达到一定程度后,更多的物质资本投入

并不能促进企业低碳技术的创新和低碳出口生产率的提升,而应更多地通过研发支出等渠道来促进企

业技术创新。 第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物质资本的积累会显著促进制造业低碳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同时,FDI 净流入会给制造业低碳比较优势带来显著负面影响。 这验证了前文的结论,即外商直接投资

给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显著,伴随投资而来的企业迁移更多可能为污染企业而

非清洁企业。 第三,不论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来说,人力资本的增加都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制

造业低碳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能源结构的清洁化发展对两类国家的制造业国际低碳竞争力都有促进作

用,但并不显著。
(三) 按贸易开放程度分组

理论上认为,贸易开放程度的提升有利于引进外来资金和先进技术,同时内含在贸易中的技术也会

增加本国的生产效率,提高产业竞争力水平。 G20 成员国的总体贸易额约占全球 80% 于,具有较广泛的

代表性。 而对于不同贸易开放程度的成员国,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低碳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是否一致? 基

于此,我们运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将样本国家根据其贸易开放程度分为两个组别盂,如图 3 的箱线图所

示。 可以看到,不同组别国家的贸易开放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我们对两个组别的样本分别进行与前文

一致的计量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图 3摇 不同组别样本国家贸易开放程度的箱线图

从表 3 的结果可以看出,对于贸易开放度较高的国家,短期内环境规制越严格,越不利于其制造业

低碳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且这种负向影响在 1%水平上显著。 而对于贸易开放度较低的国家,环境规制

产生的负向影响并不显著,且程度较低。 这与理论预期是相反的。 可能的原因是,贸易开放带来的规模

效应和导致污染密集型产业偏重的结构效应相较于技术效应更为显著,因而对于占据贸易主导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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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的拐点为 64. 5,64. 5 =0. 129 / (2*0. 001)发展中国家拐点为 104. 5,104. 5 =0. 209 / (0. 001)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二十国集团。
贸易开放程度用一国进出口总额(贸易总额)占 GDP 的比值表示,其数据来自 WDI 数据库。 根据聚类分析结果,贸易开放程度较
低的国家包括巴西、印度、日本和美国,贸易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法国、意大利、土耳其、加拿大、中国、德国、韩国、
墨西哥、俄罗斯和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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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来说,严格的环境规制将对其低碳国际竞争力产生不利影响。 同时,不论贸易开放程度高低,环
境规制的平方项在两个组别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环境规制对产业低碳竞争力的影响在样本期

内不存在明显拐点。

表 3摇 按贸易开放程度估计结果

贸易开放度较低 贸易开放度较高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lnER1 0. 073 0. 070 0. 181*** 0. 181***

(1. 02) (0. 95) (3. 92) (3. 91)
lnER2

1 0. 001 0. 003
(0. 17) (0. 51)

lnER2 0. 059 0. 063 0. 159*** 0. 164***

(0. 89) (0. 95) (4. 05) (4. 06)
lnER2

2 -0. 002 0. 000
(-0. 73) (0. 09)

HC -0. 009 -0. 010 -0. 010 -0. 011 -0. 018 -0. 021 -0. 016 -0. 015
(-0. 54) (-0. 56) (-0. 59) (-0. 65) (-0. 93) (-1. 03) (-0. 83) (-0. 77)

PC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6*** 0. 006*** 0. 005*** 0. 005***

(-0. 14) (-0. 16) (-0. 22) (-0. 12) (3. 29) (3. 27) (2. 73) (2. 78)
RD 0. 107** 0. 106** 0. 104** 0. 106** 0. 086*** 0. 086*** 0. 094*** 0. 099***

(2. 60) (2. 49) (2. 51) (2. 55) (3. 51) (3. 52) (3. 73) (3. 86)
ES 0. 000 0. 000 -0. 001 -0. 001 -0. 004* -0. 004* -0. 006*** -0. 006***

(0. 15) (0. 15) (-0. 28) (-0. 45) (-1. 84) (-1. 81) (-2. 60) (-2. 74)
FDI -0. 010* -0. 010* -0. 010* -0. 009* -0. 004 -0. 004 -0. 004 -0. 004

(-1. 90) (-1. 89) (-1. 94) (-1. 79) (-1. 53) (-1. 54) (-1. 61) (-1. 59)
cons -0. 610 -0. 601 -0. 111 -0. 090 -0. 807*** -0. 840*** 0. 373** 0. 407**

(-1. 23) (-1. 20) (-0. 72) (-0. 57) (-2. 71) (-2. 75) (2. 05) (2. 17)
样本 60 60 60 60 180 180 180 180

R2 0. 248 0. 248 0. 244 0. 252
国家 4 4 4 4 12 12 12 12
F 2. 747 2. 313 2. 695 2. 363

Hausman 19. 60 19. 25 17. 88 17. 89 12. 23 12. 83 9. 06 7. 77
(0. 0002) (0. 0002) (0. 0005) (0. 0005) (0. 0932) (0. 1177) (0. 2483) (0. 4564)

模型 FE FE FE FE RE RE RE RE

对于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对比还可发现:第一,对于贸易开放度较低的国家来说,FDI 流入对制造

产业低碳比较优势会产生不利影响,但只在 10%水平上显著。 第二,对于贸易开放度较高的国家来说,
物质资本投入的增加是促进其低碳国际竞争力水平的提升的重要因素,能源结构的清洁化也有利于增

加制造业低碳比较优势。 第三,研发投入对于所有样本国家的低碳国际竞争力都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对

贸易开放度较低的国家促进作用更强。
(四) 稳健性检验

1. 替代变量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结论是否受环境规制变量选取的影响,笔者进一步采用样本国家签署国际环境条约

的数量(以下简称条约数量)来衡量一国环境规制水平,进行稳健性检验。 条约数量越多,表示环境规

制越严格。 考虑到国际环境条约对一国制造业产生的影响可能具有滞后性,笔者用其滞后一期项表示

当期环境规制水平进行实证检验,具体结果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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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摇 用环境相关条款数目进行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总体回归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贸易开放度低 贸易开放度高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L. Treaty -0. 005*** -0. 042*** -0. 004** -0. 009 -0. 071*** 0. 012 -0. 010** 0. 023 -0. 006*** -0. 026***

(-2. 76) (-4. 16) (-2. 44) (-1. 33) (-5. 50) (0. 39) (-2. 54) (1. 04) (-2. 88) (-2. 82)
L. Treaty2 0. 000*** 0. 000 -0. 003*** -0. 001 0. 000**

(3. 50) (0. 76) (-2. 92) (-1. 52) (2. 17)
HC -0. 028* -0. 027* -0. 025** -0. 025** -0. 024 -0. 003 -0. 024 -0. 013 -0. 029 -0. 028

(-1. 84) (-1. 81) (-1. 96) (-1. 97) (-0. 91) (-0. 13) (-1. 57) (-0. 79) (-1. 50) (-1. 49)
PC 0. 001 0. 001 -0. 004* -0. 004** 0. 001 0. 002 -0. 002 -0. 001 0. 003 0. 002

(0. 94) (0. 46) (-1. 94) (-2. 01) (0. 57) (0. 72) (-1. 33) (-0. 73) (1. 35) (0. 83)
RD 0. 073*** 0. 130*** 0. 093*** 0. 097*** 0. 174*** 0. 169*** 0. 093*** 0. 085*** 0. 078*** 0. 098***

(3. 85) (5. 86) (5. 93) (5. 89) (2. 70) (2. 74) (3. 11) (2. 83) (3. 19) (3. 84)
ES -0. 001 -0. 003 -0. 002 -0. 002 -0. 002 -0. 004 0. 001 0. 001 -0. 004 -0. 003

(-0. 77) (-1. 55) (-0. 79) (-1. 00) (-0. 42) (-1. 20) (0. 34) (0. 38) (-1. 57) (-1. 03)
FDI -0. 004** -0. 003 -0. 001 -0. 001 -0. 008 -0. 002 -0. 006 -0. 008 -0. 004 -0. 004

(-1. 99) (-1. 30) (-0. 70) (-0. 58) (-1. 28) (-0. 34) (-1. 27) (-1. 58) (-1. 59) (-1. 48)
cons 0. 074 0. 618*** 0. 107 0. 226 0. 840*** 0. 508 -0. 087 -0. 364 0. 302 0. 449**

(0. 53) (3. 35) (0. 49) (0. 97) (2. 71) (1. 60) (-0. 56) (-1. 53) (1. 48) (2. 07)
样本 224 224 126 126 98 98 56 56 168 168
R2 0. 213 0. 375 0. 433 0. 345 0. 377

国家 16 16 9 9 7 7 4 4 12 12
F 7. 778 8. 513 9. 161 4. 038 3. 887

Hausman 12. 18 15. 42 6. 15 3. 49 67. 55 69. 55 20. 04 23. 23 4. 83 6. 76
(0. 0948) (0. 0309) (0. 5220) (0. 8360) (0. 0000) (0. 0000) (0. 0002) (0. 0000) (0. 6809) (0. 4545)

模型 RE FE RE RE FE FE FE FE RE RE

从回归结果可得如下结论:第一,环境规制依然是影响制造业低碳国际比较优势的重要因素,且在

短期内,较强的环境规制不利于制造业低碳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虽然总体回归中环境规制的二次项显

著为正,但其数值非常小,因此可以认为其对制造业低碳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在样本期不存在明显拐点。
这与前文结论一致。 第二,在短期内,环境规制对于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低碳国际竞争力的负面影响强于

发达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在加入了核心解释变量的平方项后,环境规制对发展中国家低碳国际竞争力

的影响变为正向,可能的原因是国际环境条约的约束和激励向发展中国家国内环境规制的传导效应弱

于发达国家,因此用环境条约来衡量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规制水平有一定的滞后性。 另一方面,因大部分

国际环境条约(如《京都议定书》)对发达国家有强制性和量化的约束,而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是自愿性

和非量化的,这也会造成环境规制向两类国家的传导效应不同。 第三,贸易开放度较高的成员国,其制

造业低碳国际竞争力更易受到环境规制的负向影响。 此外,从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来看,除了

研发投入对于发展中国家低碳国际竞争力的促进作用显著性和程度有所增强之外,其他结论都与前文

一致。 因此,前文结论整体上是稳健的。
2. 考虑内生性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一些学者提出的环境规制的内生性问题淤,笔者认为环境规制和制造业低碳国际竞争力之

间可能也存在相互影响,即环境规制的增强会通过贸易模式的改变而影响制造业低碳国际竞争力;另一

方面,当一些制造业的低碳国际竞争力受到冲击时,政府可能降低环境规制严格度来保护受到损害的产

业(如碳市场对面临激烈国际竞争的行业采取配额免费分配的政策来保护其国际竞争力),进而提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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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国际竞争力。 为了消除由此可能产生的内生性,本研究进一步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GMM)和传

统工具变量法来进行稳健性检验。 笔者将环境规制的一阶滞后项和二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23] ,
并用 Hansen爷 s J 统计值和 Sargan鄄Hansen 统计值淤来检验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问题,GMM 方法和检验

的结果如表 5 所示。 由于篇幅所限,此处只列出了总体回归结果,分组结果和工具变量检验结果可向作

者索取。
表 5 中各列 Hansen爷s J 的 p 值均在 1%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可见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 稳

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在考虑了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后,不论是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还是传统工具变量

法,环境规制依然在短期内对制造业低碳国际竞争力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贸易开

放程度两个维度上表现出的国家差异性也与前文一致。 因此前文核心结论依然成立。

表 5摇 用 GMM 方法进行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全样本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lnER1 0. 101*** 0. 100***

(5. 14) (5. 02)
lnER2

1 0. 014
(0. 33)

lnER2 0. 096*** 0. 096***

(7. 10) (7. 05)
lnER2

2 0. 006
(0. 64)

HC -0. 036 -0. 046 -0. 050* -0. 043
(-1. 09) (-0. 94) (-1. 67) (-1. 41)

PC 0. 005*** 0. 005*** 0. 001 0. 001
(3. 81) (3. 52) (0. 81) (0. 82)

RD -0. 024** -0. 024** 0. 018* 0. 018*

(-2. 44) (-2. 43) (1. 78) (1. 78)
ES 0. 004*** 0. 004*** 0. 003*** 0. 003***

(5. 34) (5. 12) (4. 51) (4. 49)
FDI -0. 006 -0. 007 -0. 002 -0. 003

(-1. 39) (-1. 43) (-0. 62) (-0. 68)
cons -0. 843*** -0. 982** -0. 175** -0. 166**

(-8. 17) (-2. 28) (-2. 39) (-2. 21)
样本 208 208 208 208
R2 0. 302 0. 291 0. 368 0. 360

Hansen爷s J 0. 221528 0. 397691 0. 93446 0. 769284
(0. 6379) (0. 8197) (0. 3337) (0. 6807)

模型 GMM GMM GMM GMM
摇 摇 注:内生变量为环境规制强度,工具变量为环境规制强度变量的 1 期滞后项和 2 期滞后项。 Hansen爷s J 括号里为 P 值。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作为全球经济低碳增长诉求下的重要治理措施,其如何影响不同国家制造业的低碳国际

竞争力对于全球贸易格局的走向至关重要。 笔者通过本研究得出如下具体结论:
第一,在短期内,严格的环境规制不利于制造业低碳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环境规制的实施所引发的

技术创新效应还未能超过遵循成本效应,波特效应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实证结果表明,在选用

不同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时,环境规制水平的增强都对 G20 国家制造业低碳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有一定

的抑制作用,且在样本期内不存在显著拐点。 短期内,这种负向影响对发展中国家更为显著,影响程度

也更大。 此外,对于贸易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环境规制的增强在短期内更不利于其低碳国际竞争力的

·241·

淤Hansen爷s J 统计值用来检验广义矩方法中的过度识别问题,Sargan鄄Hansen 统计值用来检验工具变量法中的过度识别问题。



齐绍洲 等: 环境规制与制造业低碳国际竞争力

提升。 因此一国应根据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贸易开放程度来制定合适的环境规制。
第二,通过低碳国际竞争力指数的测算和比较可看出,大部分 G20 国家低碳国际竞争力指数与传

统 RCA 指数有显著差异,可见低碳国际竞争力能够更加准确地测度低碳增长背景下的产业国际竞争

力。 总体来看,大部分 G20 国家制造业的低碳国际竞争力较弱,与传统 RCA 指数相比,低碳比较优势高

于传统显示性比较优势的样本国家约占半数,因此在不考虑出口碳生产率的情况下一些国家的制造产

业国际竞争力被高估或低估。 从时间趋势来看,只有少数样本国家的制造业低碳国际竞争力处于上升

态势,部分国家的制造业低碳比较优势处于明显下降趋势,其余样本国家制造业的低碳国际竞争力指数

围绕其均值波动。 从两种竞争力指数的动态差异来看,大部分成员国制造业的传统显示性比较优势提

升水平相对于低碳比较优势被高估。
第三,其他因素对低碳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总体来看,物质资本的积累、研发投入的增加以及能源

结构的清洁化,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制造业低碳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但三者的影响具有国别差异性。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贸易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物质资本的增加能显著提升其制造业低碳比较优势;而对

于发达国家和贸易开放度较低的国家,研发投入对制造业低碳国际竞争力的促进作用更强;能源结构清

洁化的影响则在贸易开放度更高的国家更为显著。 而人力资本的累积和 FDI 的流入均在一定程度上不

利于制造业低碳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中国制造业的低碳国际竞争力水平较高,但其身为发展中的大国,且贸易开放程度较高,根据上述

结论,过于严格的环境规制在短期内不利于维持或提升其制造业的低碳比较优势。 一方面,现阶段我国

的环境规制主要以行政命令型为主导,虽然能有效发挥强制减排的作用,但却可能因过于严格和刚性而

影响制造业在国际舞台上的低碳竞争力。 因此,逐步转向以经济手段为主的环境规制工具,如碳排放权

交易市场、用能权交易、排污权交易等,发挥“看不见的手冶在治污减排中的推动作用,兼顾环境规制的

成本与有效性,应是今后环境规制的主导方向。 另一方面,在《中国制造 2025》的引领下,我国应进一步

加大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投入,通过实施智能制造等核心工程巩固和提升我国制造业的低碳比较优势,
以促进其技术创新效应尽早弥补成本遵循效应,实现长期范围内的低碳国际竞争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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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Abstract:Drawing on the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RCA) index,this paper has constructed low鄄
carbo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dex,calculated and compared low鄄carbo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鄄
dex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f sixteen G20 countries from 1995 to 2009. On this basis,this paper uses energy
intensity and carbon intensity as proxies fo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tudies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鄄
tion and other factors on low鄄carbo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G20 countries爷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implements robustness test through two aspects,including alternative variabl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considering endogeneity.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results,in the short term,stric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promotion of low鄄carbo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Techno鄄
logical innovation effect has not surpassed cost compliance effect and the Porter effect needs longer time to be鄄
come salient. This negative impact is more pronounced and greater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countries with
higher trade open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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